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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学视域下的赛珍珠反战作品《龙子》    

王艺萱 1, *， 李丽娟 1 ，郭逸歆 1 

（1.南京理工大学；* WangYixuan@njust.edu.cn） 

摘  要：长篇小说《龙子》是美国作家赛珍珠战争主题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对赛珍珠和平观的研究具有重

要的启示作用。在和平学多元化发展日益明显的趋势背景下，本文从和平学与文学交叉的角度出发，以赛珍

珠的战争小说《龙子》为文本，结合作品中与和平学相关的和平、暴力、冲突、女性等方面进行分析与反思，

发掘赛珍珠的和平观内涵，进而探讨《龙子》对和平学研究的阐释，拓展和平学研究的新思路。 

关键词：和平学；赛珍珠；《龙子》 

赛珍珠（1892-1973）是一位美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自出生 4 个月被带传教士的父母带到中国后，她在

中国生活了近 40年时间，其发表的作品大多以中国题材为主。1938年凭借描写中国农民群体的长篇小说《大

地》，赛珍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不仅是第一位因写中国故事而获奖的美国女作家，可以说也是早期推

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文学代表。除了作家这一主要身份外，赛珍珠还是一位影响深远的和平主义者。赛珍

珠坚持不懈地将提倡种族平等，反对文化霸权等和平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她 1948 年创办的“欢迎之家”，

1964 年设立赛珍珠基金会等，不仅为流离失所的美亚混血儿童带来安定的生活，也为和平思想的传播做出了

积极贡献。赛珍珠前期的大部分作品，从她的《大地》三部曲开始，都直接或是间接地涉及到了抗日战争这

一主题，而整部小说都以抗日战争为主题,在赛珍珠的创作中,《龙子》是最重要的一部。[1] 

《龙子》发表于 1942 年，描写了 1937 年至 1941 年南京城西不远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农民林郯一家，在日

寇占领南京时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奋起反击的故事[1]。小说不仅再现了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展示了

乡土中国儿女们在战争时期的心路历程与命运经纬，也集中表达了赛珍珠的和平观。[1]近年来，虽然国内外

关于赛珍珠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且广泛，但她的和平观研究却一直没有引起较多关注。和平学（Peace Studies）

是二战后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研究领域。它的出现为我们理解和解决暴力冲突问题提供了新的

视角和途径，并越来越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3]在和平学多元化发展日益明显的趋势背景下，本文在分析

作品的基础上，从作品中与和平学相关的和平、暴力、冲突、女性等方面进行分析与反思，进而探讨《龙子》

对和平学研究的启示，找寻和平学研究的跨学科新思路。 

1  《龙子》中三种暴力的体现 

被誉为“和平学之父”的挪威著名学者加尔通教授认为，和平的定义之一即和平是所有形式暴力的缺失

或减少。[4]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和平，就必须了解暴力，将暴力研究作为前提是和平研究的一个基本要点。

和平学范畴内的暴力概念分为三种，即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如果将暴力作为问题，将和平作为

解决方法和治疗方案，那么对每一方面都需要我们研究、教育和行动。直接暴力通过复仇和攻击性威慑自我

滋生，直接暴力通常会构建结构暴力，结构暴力导致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直接暴力，文化暴力使所有上述暴力

合法化。战争作为暴力的最高形式，代表性强、影响面广、破坏力大，在《龙子》中将以上三种暴力及其相

互关系体现的淋漓尽致。 

直接暴力是一种有形的或看得见的暴力，一般指造成人的肉体伤害和痛苦的战争、暴力冲突以及言辞和

心理上的虐待。[4]《龙子》中的直接暴力主要体现在战争中的杀戮与残害行为。在敌军的铁蹄尚未践踏这片

土地之前，林村的老百姓天真的认为只要以礼相待，就能幸免遇难。但飞机的轰隆声震碎了他们的幻想，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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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残酷的战争惨状呈现在每个人的面前——“人像泥土做的一样。这儿一只膀子，那儿一个头，这里一只脚，

那儿一条腿，东一挂肠子，西一颗心脏，鲜血遍地流，骨头到处都是。”[5]这些直接暴力摧毁的不但是人的

身体，还造成了不计其数家庭的支离破碎。当敌军飞机对城里进行第二次空袭时，林郯和三儿子亲眼目睹了

满街的碎砖、瓦块、倒塌的房梁和飞扬的尘土，他们看到人们因失去亲人而嚎啕大哭。随着每一声爆炸，就

有一些人死去，大火熊熊燃烧，埋在废墟中人们的惨叫接连不断。见到如此惨不忍睹的景象的林郯心脏在胸

膛急速跳动，浑身颤抖。淳朴的乡村百姓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无辜的人会被残忍的杀害。战争时期，因为日

军杀的人太多，多的没办法把他们都埋掉，无法掩埋的尸体便被扔进河沟里，长江里。汛期江水涨时，尸首

又被倒灌进了河沟，本地的还有上游城市冲下来的死尸一一浮到水面上，留在岸边。江河遍地皆是的腐尸把

病魔降临到了百姓的头上。这些邪恶的暴力行径将战争中最为黑暗与残暴的一面暴露无遗。日军已不觉得自

己是在杀人，他们把刀枪下的哀号当作畜生，当作猎物，毫无杀人时的负疚与战栗。战争把人类的兽性赤裸

裸地呈现出来，哭泣、泪水、蹂躏、残垣，成为了这种兽性无时无处不在的明证。  

战争中残忍的杀戮行为无疑给普通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其中女性群体因其遭受的性暴力则会比男性

更加处于被动的生存处境。在《龙子》中，赛珍珠将作品中的性暴力赋予了明显的政治学含义，强奸成为中

国软弱、日本野蛮的标志。赛珍珠在描写敌人的性暴力行为时，并未采取隐晦的手法展现其对中国妇女的迫

害，而是直白且真实地向读者剖开血淋淋的真相。林郯的大儿媳兰花，是小说中中国农村传统女性的典型代

表。她性情温和含蓄内敛，将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家庭与孩子身上。如此单纯的性格与其单调的生活经历导

致她无法理解战争的残酷性，在教堂学校避难时，由于厌倦了环境和饮食，她瞒着所有人偷跑了出去。因为

对战争的不了解，她毫无戒备地走在街上，被五个许久未见到女性的敌军士兵找准时机拖进公厕。他们轮流

在兰花身上发泄着兽欲，当轮到第五个人时，兰花已经断气了，但这个士兵竟然连尸体也没放过。兰花以如

此凄惨的姿态结束了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但即使躲在相对安全的教会，当面临直接的武力威胁时，也不得不

让一些女性作出“自愿”的牺牲。当敌军进行武力威胁时，为保护更多的手无寸铁的妇女，七名年轻的妓女

主动站出来，从避风港凛然踏入不归路。 

而敌军的兽行远不止此，不只是年轻的女性会受到性暴力的伤害，凡是具有女性的生理功能甚至女性外

貌特征的人，都难逃残暴的敌军之手。吴廉的母亲，一位年事已高，老得连路都走不动的妇女，竟然也在敌

人扫荡村庄时被强奸致死。“那些丧尽天良的野蛮人在恼怒之下，像糟蹋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一样，把她给

糟蹋了。” [5]性暴力带来的不仅是对女性的身心戕害，还有对人性善良面的摧毁。敌人在扫荡村庄没有发现

女性时，竟将林郯长相俊俏的三儿子当成了发泄兽欲的对象。性格一向善良温和的三儿子，因为这场遭遇，

逐渐沦为了冷血的杀人机器。敌人的性暴力行为不仅是为了发泄兽欲，更是一种用来达成特定军事政治目的

的手段[6]。对女性施加性暴力意在摧毁一个群体的肉身和人格完整性，强暴一个共同体里的女性，可视为是

象征地强暴这个共同体的身体。即使受害者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也不可避免地被视为是敌人兽行的证据，是

国家失败的象征。从这个角度看，性暴力不是无意义的残忍，而是有着战略合理性的文化摧毁行动。 

在当时的国际社会，随着战争愈发水深火热，中国的抗战形势引起人道主义者的广泛关注，日本侵略者

收敛了杀戮、强奸和肆意破坏这样的直接暴力形式。他们进一步加强了战争社会中的结构暴力来维系与中国

民众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以不平等制度来维系统治阶层的利益和优势

[4]。结构暴力是指贫穷、疾病、压制和社会歧视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它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

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现象。[4]日本侵略者通过结构性暴力不

择手段地搜刮百姓，他们派人四处走动，或察看收成，或估算产量，或吩咐庄稼人要按定价出售稻谷，他们

把价格定的很低，几乎够不了种田的本钱。他们还制定了不准捕鱼的法规，整个土地上，只有敌人才有权吃

鱼。在如此的结构暴力之下，人的重要权利被否认，人的经济得不到满足、社会、政治地位产生了不平等。

除此之外，苛捐杂税多似牛毛：土地税，鸦片税，种子税，收成税……苛刻的规定和沉重的税费像一座座沉

重的大山，压榨着终日劳碌的农民，让他们不得翻身。但侵略者狡猾地认识到，驯养一个民族的奴性，根本

上是要从心智上摧毁他们。于是，鸦片这个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痛苦磨难的恶魔，在敌人的推波助澜下，又卷

土重来。无数的中国人沦为鸦片的奴隶，在烟雾缭绕的四方小屋里醉生梦死，浑然忘记他们脚下的土地正处

于多么水深火热的境地。正是通过这种结构性暴力，敌人一步步瓦解反抗民众的意志力，企图将这个自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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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上的子民变成其巩固统治的工具，为上层侵略者提供资源和地位的特权。而侵略者构造的阶层金字塔，却

是由中国民众的累累白骨搭建的。 

从中日之间的武装冲突与战争下渗至各个细微的意识形态领域，日本侵略者挑起群体之间的纠纷、扰乱

正常的社会秩序和资源分配。他们此类惨无人道的粗暴行为导致暴力冲突层层升级。当直接暴力和结构性暴

力的残酷性引来越来越多和平主义者的反对时，敌人便打着“大东亚共荣”的幌子，向被侵略地实行文化入

侵。以文化暴力这种深层次的暴力形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民族的价值观。   文化本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而在面对不同的文化冲突时，日军采用了暴力改造的手段，《龙子》中战争后期直接暴力和结构性暴力的减

少或控制，是以文化暴力的增长和维持为代价的。日军在此次战争中通过传单报纸等媒介大肆宣扬他们所谋

求的是和平，殊不知，这本就是一种暴力的施加形式。日军用“飞船”撒下很多传单，用报纸进行宣传，宣

称他们带来的是和平与秩序。在和平学范畴里，一个国家可以发动正义战争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但没有人认

为，一个国家可以发动战争来“保护”其它国家。他们四处张贴告示，画着他们微笑着把蛋糕和水果递给跪

在地上的百姓们，声称自己为给予百姓食物、和平和平安的友好邻邦。而现实却是，敌人拿走了百姓的一切

他们需要的东西，饥饿的百姓只能抢夺粘贴告示的面糊来维持生存。在文化暴力的施加下，所有能买到的书

尽是敌人写下的满纸谎言，曾经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被祖祖辈辈教导要敬重文字，也都因为日军的谎话，把这

些文字烧成了灰烬。日军大肆宣传其战争之正义，从和平学的角度看来，正义战争的唯一理由就是让人们生

活在不受伤害的和平之中[9]，而日军的所作所为与所谓的正义性背道而驰，他们的大肆宣传与粉饰太平也愈

加反映出其背后犯下的罪恶。也正是通过洗脑式对“东亚新秩序”的宣传，日军美化其暴力行为，为其直接或

结构性暴力辩解或使其合法化，企图削弱中国民众的反抗意识，迫使其身份认同。 

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在战争中形成了一种递进关系。日本军国主义的直接暴力行为导致了中

国社会的结构性破坏，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抵抗能力。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文化暴力努

力塑造中国人民的认同和价值观，使其接受对他们的统治。这种递进关系让日军侵华的暴力行为得以持续和

加剧，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暴力结构不仅给人的身体留下伤痕，也给人的思想和精神留下

印记，它是对人性的亵渎，对良知的戕害。战争的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渗透到百姓们所有的生活、

制度习俗、文化甚至心理状态之中，使得原本淳朴善良的农民的人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人的善与恶也

都暴露无遗。强盗和土匪像莠草一般冒出来，夜晚潜入村里肆意抢夺，在战争的苦难面前，这种古老的罪孽

又死灰复燃，往百姓的伤口上撒盐。曾经满脑子都是丰收的美好愿望的百姓们，在亲眼目睹了血淋淋的现实

之后，脾性也发生了改变。“在过去自由的日子里，男人女人的脸上，张张都是那么热情、自在、开朗；笑

声不断，此起彼伏；人们的声音都是甜润润的，谁也用不着对谁瞒着什么。可如今，村子里一片死寂，整个

乡村里，百姓的脸上神情阴沉、冷酷。这是因为他们在鬼子的统治下，日子过得很艰难，而他们刻骨的仇恨

又找不着发泄的地方，除非偶而偷偷干掉几个鬼子。” [5]如同瘟疫一般，战争带走了一片土地的生机与活力，

只留下了被仇恨驱使的行尸走肉。战争之前，林郯的大儿子是一个头脑简单、心地善良的人。战争初期，他

还是迫不得已才杀人，后来他的天性就变了。昔日爱说爱笑的男人变得不苟言笑，杀人轻而易举。而性格文

静的三儿子，在经历过敌人的强暴之后，已经把杀人当成自己的欢乐。只要是杀了一个敌人，他总是乐不可

支。昔日那个一看到尸体都吓得作呕的人，如今变成了一个因为喜爱杀人而杀人的人。战争就这样以肆无忌

惮的暴力摧毁了人的个体生命,践踏了人的价值尊严,颠覆了人类曾经坚定地恪守的的正义、和平、公理等价

值信条产生了社会中的恐惧、憎恨和猜疑。[2]所以赛珍珠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在《龙子》中着力表现暴力对

人性的戕害。但即使是这样充斥着暴力与残忍的战争，满目疮痍的土地仍然能开出和平的小花，这体现在赛

珍珠对人物的刻画中，也最终汇合成对和平的独特思考与阐释。  

2  《龙子》中不同形象对和平的差异性理解 

普遍认为，消除暴力也就意味着和平。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将暴力狭隘地限定在造成人的肉体伤害和痛

苦的战争或冲突的直接暴力的层面上。[9]因此，很多人表达的对和平的诉求往往是消除痛苦，减少暴力，小

说中的吴廉便是如此。吴廉是一个商人，也是汉奸。虽然他向往和平，认为战争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好事，但

是他认为战争的坏处在于他的生意收到了毁坏，财富遭到了威胁，而他向往和平也是因为“只有在和平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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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才能发家致富，在战争中一切都会失去。” [5]他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只求安稳。在他看来，只要他不抵

抗，他就会得到和平，而他的生意也不会受到威胁。他认为，在战争年代，他要想方设法的活下去，“活下

去就有和平的希望。” [5]而要想自己活下去，就得从敌人那里得到保护。如此的和平思维致使吴廉在卖国贼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他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觉得自己并非心想做叛徒，“他不过是个生意人，除了他自己，

他还得养活一家妻儿老小。” [5]所以不管采取怎样的方式，只要直接暴力不作用于他身上，只要他与侵略者

之间不产生冲突，就达到了他期望的和平。 

吴廉的看法本质上是一种消极和平思维，他认为不抵抗就会结束战争，就会得到和平，却忽视了除去直

接暴力在的种种渗透于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的不和平因素。这样的消极和平，依靠有违和平的手段强制执行

的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新的冲突很有可能由于过去的苦难和仇恨，以及不得不对他

人惟命是从的羞辱感，再次萌芽。然而，在对战争缺乏了解的百姓身上，不乏吴廉这种消极和平的思维。小

说中提到，有些百姓认为只要是太太平平，谁来统治这座城市都是一样的。“他们期待任何形式的和平。” 

[5]为了寻求短期内的和平，他们可以容忍结构性暴力。长期以来，百姓们注意到了人为暴力或直接暴力，忽

视了制度或结构暴力。而和平学范畴内的和平是一种结构，它不仅仅是直接暴力的消失，而且意味着深层性

的结构暴力的治理与社会和解。虽然结构暴力在平时可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稳定状态，但一旦发生质变，就

会引起另一次的冲突甚至战争。[9] 

在和平学范畴内,没有战争只是一种消极和平。和平学特别关注另一种和平———积极和平的构建。积极

意味着消除了饥饿、暴力、践踏人权、难民、环境污染等问题,它意味着创建了一种社会环境,人们可以在其

中富裕生活和体面生存[2]。除了真实的反映了战争中一些人的消极和平思维，《龙子》所传达的和平观的可

贵之处就在于它也蕴含了和平学中丰富的积极和平思想。积极和平的概念建立在对广泛社会条件的理解之上，

公正和平等是和平的根本因素，不消除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即不消除结构性暴力，和平就不可能实现。[11]

因此，积极和平是一种进程，它关注未来的、持久的、全面的和真正的和平。《龙子》中的积极和平观包含

了赛珍珠对于战争后的和平建设的思索以及人性回归的维度。这种超越时代与时空的洞见，主要体现在小说

中林郯和玉儿两个人物对于和平与战争的思考。  

吴廉在文中可以作为消极和平观的代表人物，而与之相反，林郯的想法行为则传达出积极的和平思想。

在对敌人最初的和平期待被现实粉碎后，林郯积极地团结自己以及周围的力量进行抵抗。他始终相信，战争

是会结束的，和平是会到来的。所以他并不以杀戮敌人为目的，而是对未来有着更长远的打算。对林郯来说，

战争对百姓人性的扭曲是敌人在他们身上造下的最狠毒的罪孽。在亲眼看到原本单纯善良的大儿子杀人易如

反掌，以及三儿子把杀人当成一种乐趣时，林郯思考 “等天下太平了，我的儿子还能像往日一样文静吗？” 

[5]他暗自问自己“我们变得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好战，难道说这不是我们的末日临头了吗？”  [5]这

样的思考表明，即使在战争时期，林郯也带着正确的目的诉诸战争，即战争的目的为了达到和平与正义，而

不是报复。[9]林郯不仅思考现在，也在思考将来，他依然怀有对于战争后人性回归的呼唤与渴望。他认为即

使是在这样的时代，人们也应该记得和平的珍贵，“年轻人或许记不得，我们就得记得，再教他们懂得：太

平是人的最好的食粮。” [5]当看到年轻的学生在战争时期背着书，逃到几千里以外的地方继续学业时，林郯

十分高兴，因为他认为这些青年没有人在战争中浪费掉了自己的青春。林郯说，“现在这种时候，知识是没

有用的，现在除了运气没有什么东西能救我们，不过这个该死的战争结束后，我们就需要知识了。” [5]虽然

林郯战时知识无用论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林郯的说法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战争的结束并不是和平

的开始，真正的和平在战争结束之后仍旧需要构建一种积极的社会环境。因此，《龙子》中所倡导的和平观，

既通过种种暴力的描写包含了“防止战争”的纬度，也包含了“建设和平”的维度。而这一趋势，也正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和平学者研究目的从“防止战争”到“建设和平”的转变。[4] 

战争在把人置于幸福与痛苦、希望与绝望、创造与毁灭、正义与邪恶、死亡与再生交织在一起的炼狱，

在求生的本能和死亡的双重驱使下，人类本质力量的内涵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苦难、毁灭、死亡的高昂代价

里，凝聚着人类的力量和智慧。[12]作为小说中光辉鲜活的女性形象，林郯的二儿媳玉儿在读书的过程中也

形成了自己对和平与战争的看法。当她怀有身孕而战争即将来临时，她伤心地想“活着，生儿育女，享受生

活的乐趣，看着新生命的成长，创造更多的新生命，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而要摧毁用生命创造出的这一切

是多么愚蠢！” [5]她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和安宁是怎样失去的，失去和平后的人们又是如何相互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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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战争中露出了贪婪的本性，他们互相争斗，互相残杀，甚至拷打折磨，吃人肉，一旦和平丧失，人

们就会干出这种野蛮的、禽兽般的事情来。” [5]不仅如此，玉儿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她在思考“如何避免这一

切”[5]以及“怎样使我们的孩子免遭这样的劫难”[5]。从林郯和玉儿的思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和平事业

不是由少数大人物、由国家机器、由一些大国所垄断的，而是每一个个体的人、由鲜活生动的男男女女、由

普通的公众和社会阶层缔造的，也就是说，和平事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3]  

3  《龙子》中冲突的化解 

无论是积极和平还是消极和平，最终都统一于和平这一理念。而消极和平作为和平的初级阶段，可以为

积极和平的生长提供有利机会，并可能转化为积极和平。[14]加尔通教授对于和平的另一个定义是和平是非

暴力和创造性的冲突转化，也就是说，和平建立在非暴力和创造性解决冲突的背景之上。因此，我们要实现

和平，就必须了解冲突以及如何转化冲突。[15]和平学范畴内的冲突化解过程就是消除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

的过程,强调的是用非暴力方式来处理争执的技巧。[15]冲突远不止是肉眼所见被看作时“麻烦”的直接暴力，

它同样也是被凝固为结构的暴力，以及使暴力合法化的文化。和平学范畴内的冲突分析及其化解的目的在于

冲突的转化而不是冲突的解决。因为冲突的转化不只是解决直接暴力的过程，更是意识到解决深层次文化和

结构暴力的必要性，以及改变进程中冲突的不可避免性。 

小说中战争冲突的化解的主要途径便是寻求暴力抵抗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平衡。按照和平学的观点，在暴

力的影响下，人类的肉体和精神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正如人不可能消除所有的疾病一样，人类也不可

能铲除全部的暴力。[9]但是和平学的观点认为，我们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暴力，使和平与暴力之间达成一种

比较好的平衡。在战争初期，当林村百姓们对和平的吁求全然无效，正义的警告根本无用时，拿起武器就成

了和平的唯一机会。他们对于敌军的抵抗形式主要是通过暴力抵抗暴力，进行暴力反击，在战争的戕害之下，

他们放任心中的仇恨，未进行反思，甚至模糊了家庭与战场的界限。从某种角度来看，林家老大和老三为代

表的以暴力抵抗暴力的林村百姓并无过错，他们的个人经历折射并放大了那个历史时期成千上万人的遭遇。

人们一方面通过武力扩张而暴露出兽性，另一方面又通过智慧创造而暴露出人性。[7]惨烈的战争也折射出理

性的光辉，孕育出理性的光芒。因此小说中的战争后期，一种积极的抗争形式出现了，以林郯和玉儿为代表

的百姓们学会了在战争中以超越战争的人性视野来进行战争的反思，他们在战争时期仍记得和平之珍贵，并

会向下一代传递和平的观念，显示出人性的光辉。他们深知，在恐怖战争发生之后，生命还在继续，这是一

个新的关乎生命的机会。生活总会重新开始，邪恶存在于某个时期，可能会一次又一次的再来，但它从未允

许是绝对的主宰。它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它总是相对的，我们有能力克服它。这便是《龙子》中达到的和

平与暴力、暴力抵抗和人道主义之间的平衡。 

在《龙子》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男人对女人的压迫，一方面太过渺小和“孤立”而没受到重视，另一方

面又太过普遍和严重而不能被忽略。没有人承认这种压迫是“冲突”或“大规模暴力”，因为它由无数次持

续不断的且看上去孤立的行为构成，它太过平常以至于常被忽略。加尔通教授在他的《和平之道-和平与冲突、

发展与文明》一书中提到，支撑战争的因素之一是父权制（人类种群中男性性别的统治），而反抗父权制就

意味着反抗父权制文化和结构，并在性别间达到一个更公平的权利分配比例。然而《龙子》中一些女性思想

以及身份的转变也让我们看到了旧时代男女地位冲突化解的一线光亮。在小说中,林嫂因为战争不再固守自己

曾经信奉的封建教条，从家庭走向战场,与男性并肩作战,保卫故国家园，并在战争的历练中不断成长。玉儿

热爱读书,不甘心在家里生孩子做饭,主动接受革命青年学生的抗日宣传,同丈夫一起奔赴抗日根据地,然后回到

家乡敌占区加入消灭日寇的行动中。[2]林郯的小女儿半笑自懂得渴望的滋味起，就盼望着上学，战时她离开

家去白人办的学校的上学, 通过学习追求自由和人格独立。外交官的女儿梅丽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回国参战。

战争将不安于传统性别设定的女性裹挟而下,让她们参与了战争的历史的进程,承担了战争中的责任，暂时挣

脱滞重的性别束缚,寻找到女性生命力释放的方式。[2] 

通过对女性形象的细致刻画，赛珍珠似乎着意突显女性在人性救赎方面的重要意义。林郯和林家老二在

战争暴力下也能彰显人性的光辉，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与妻子互敬互爱，而林嫂和玉儿始终以女性的善良与

温和影响、改变着林郯与林家老二。[7]《龙子》中这些光辉的女性形象在战争中将社会力量凝聚在一起，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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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暴力的可怕影响。这些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关键性角色应该得到承认，而且也应该被支持得到自己应有的、

正确的位置。女性天生就具有和平性，因为女性最懂得一个生命来之不易，最懂得生命的珍贵。和平既非无

视世界被邪恶势力所笼罩而进行的自我辩护，亦非脱离烟漫是而强调政治乌托邦般的现实或天真视角。和平

同健康一样，既不会有绝对的和平，也不会有绝对的健康，能够出现的情况是在和平与暴力之间有更好的平

衡，多一点和平，有更好的和平，少一点暴力，从而使人类的处境得到改善。 

4  结语 

《龙子》不仅是对日军罪行的揭露，也是对所有暴力的深刻反思，是怀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赛珍珠对战后

心灵重建的前瞻性思考。[16]在《龙子》，以林郯为首的中国民众没有仅仅用暴力抵抗暴力，而是沉淀了中

国人的和平心性，始终向往着无暴力无战争的和平化文化秩序。赛珍珠在《龙子》中做到了在民族与文化中

发现寻找，将中国人民的和平追寻汇入了独特见解。和平是人类的终极目标，是人类共同的梦想。文学是传

递和平思想的重要媒介, 在战争主题的言说上，人性、和平、启蒙是战争文学的重要母题，以此为内核而构成

的和平文化及其思想指向亦是战争文学的价值蕴含与灵魂所在。和平研究的任务不是不切实际地追求善与恶

的绝对胜利，而是要更好地处理暴力带来的痛苦，就像对付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一样。[9]正如《龙子》的研究，

不仅是为了发掘赛珍珠的和平观内涵，更是为了借文字的力量传达和平的重要价值，因为人们越是感受到暴

力之恶、冲突之烈、战争之危，也就越能体会到安定、和平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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